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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基于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本文揭示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在现

代化浪潮下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弹性、团结与张力并存的新图景。 养老保险

逐渐成为中国城镇老年人经济独立的基石，协助达成当代老年人“分而不

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方式。 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进

一步对代际关系产生了交互作用，形塑了社会化养老与家庭支持并存且互为

补充的养老预期。 今后，政府应不断优化职能定位，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

量，依靠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的合力来破解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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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我国，家庭一直承担着主要的养老责任，为老年人提供了物质保障、服务

保障与精神保障。 过去几十年，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的巨大变迁，改变

了家庭所处的宏观环境，缩小了家庭规模，重构了家庭结构（马春华等，２０１１）。
现代化消解了传统的长幼尊卑和家族观念，亲子平等、情感沟通和理解等现代家

庭文化观念逐渐兴起（Ｙａｎ，２０１６；张新辉、李建新，２０１９）。 在现代化浪潮下，由
于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迁的共同作用，家庭代际传统“反馈模

式”（费孝通，１９８３）的互哺功能和传承功能呈现急剧弱化态势。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

社会成员在养老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选择方式。 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已经实现了制度“全覆盖”，特别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升，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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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

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金保险待遇水平。



２０２０ 年已经实现了“１６ 连涨”。 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看，无论是社会化机构养

老还是居家养老服务，均在政策推动下快速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
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进而形成人们复杂的养老预期和

养老方式偏好。 家庭不再是唯一承担养老育幼传统功能的结构主体。
人口快速老龄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进，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

的预期寿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６０ 岁以

上人口数达到 ２ ５４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１８％ ，而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总

人口的 １ ／ ８（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ａ）。 老年人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抚养比高，将
是未来半个世纪我国人口的新常态（李建民，２０１５），养老压力日益增大。

与农村家庭结构相比，城镇家庭结构的变化进程更为迅速，养老保险制度更

加完善，因此呈现出更为剧烈而深刻的变迁。 现代化变迁既宏观地作用于一代

和多代人，也带来了巨大的个体差异，进而产生深远影响。 在城镇家庭变迁过程

中，代际关系变化与社会化养老之间并不是单纯地对立或替代，而是相互融合、
互为补充。 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模式的变迁也不是单一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

张力与团结、多样性与变动性并存的过程，在不同情境下会产生多样化的交互与

组合。 现代化变迁中家庭代际关系变化将如何改变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与预期？
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代际关系、个体现代化差异与

养老保险又将如何共同作用于老年人的生活，影响老年人的养老预期？ 这些既

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二、研究框架：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对社会成员而言，家庭保障是一种内生的基础性保障，以代际关系理论解释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熊跃根，１９９８）。 家庭养老是我国老年人的

重要养老方式，家庭承担着厚重的养老期望。 然而，现代化变迁引发的家庭结

构、代际关系和孝道观念的变迁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冲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力

量逐渐显现。 研究表明，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

求模式的主体，但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陆杰华、张莉，２０１８）。

（一）现代化下的孝道观念、代际关系与养老方式

现代化理论被普遍认为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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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化变迁会引发个体认知、家庭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导

致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松散，子女赡养父母的观念逐渐淡化，代际的凝聚力和支

持随之减少，老年人的地位不断下降（胡安宁，２０１７；马春华等，２０１１；Ｗｈｙｔｅ，
２００５）。 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被过度简化，扭曲了现代化对老年人地位和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实影响（Ａｂｏｄｅｒｉｎ，２００４），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
代际关系既有稳定延续的一面，又有发生变动或被调整的另一面（王跃生，
２０１９）。

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代际团结。 尽

管现代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代际关系的作用，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并没有出现孝道和代际关系沦丧的现象（汤一介，
２００９）。 传统文化和责任伦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不能忽视其对家庭

养老的影响（杨善华、贺常梅，２００４）。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情境下，代际关系

为抚育—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关系并存且互为补充（王跃生，２０１２）。 代际

关系中基于血缘的情感和责任仍是家庭认同的基础，个体的自反性行动并未导

致家庭的个体化，而是再造了代际责任伦理和团结（刘汶蓉，２０１６）。 所以，虽然

孝道观念和代际关系已经弱化，却仍可在家庭养老模式中发挥约束作用（罗玉

峰等，２０１５），家庭养老仍是中国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方式。
团结的留存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减少。 相反，在以文化多元、绝对权威消解、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特征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冲突、观念冲突

增多（石金群，２０１６）。 代际关系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新态势，这进一步

加深了代际关系的复杂性。 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了代际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代际互动、代际冲突（王树新，２００４）、代际互惠（许琪、王金水，２０１９）、代际亲密

（阎云翔、杨雯琦，２０１７） 以及融合了团结与冲突的代际矛盾 （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Ｐａｒｋ，２０１４）等。 大量研究关注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代际关系的变迁、孝道文

化的转型甚至衰退，特别是一些基于个案分析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家庭结构的多

元化、流动性以及基于个体利益的策略性建构；在代际关系方面侧重于揭示家庭

内部的矛盾、压力和结构不平等（刘汶蓉，２０１６）。
孝道文化与代际关系的转变是制度改革和社会变迁的结果。 家庭中的个人

还未从前现代的孝道传统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就在后现代式的风险压力下更

深地嵌入了代际关系之中（石金群，２０１６）。 孝道的内涵逐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

父母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义务，转向相互亲情与辈分权威

并存的双元模型，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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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胡安宁，２０１７），权变孝行模式成为社会发

展趋势的产物（李琬予等，２０１４）。 基于“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的赡养不到

位予以体谅，子女以实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作为“孝”的补充（杨善华、贺常梅，
２００４），从而产生了“孝而不顺”的孝道观念再定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
杨雯琦，２０１７），“伦理转向”导致了下位优先分配原则（狄金华、郑丹丹，２０１６）。
因此，由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依赖式养老”受到了严峻挑战，独立于子女的现

代化养老模式开始兴起并成为当代养老方式的重要选择。 无论缘于主观还是客

观因素，家庭的养老功能无疑在逐渐弱化，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日益严重（于长永

等，２０１７）。

（二）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密切相关，
两者存在着直接互动关系（郑功成，２０００）。 有学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仍有欠缺（马春华，２０１６），国家提供的福利尚不足以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无忧

（林如萍、黄秋华，２０１４）。
事实上，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在从长期的试验性改革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的改革体现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目标方向。 ２００９ 年，我
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２０１１ 年《社会保险法》开始施行，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也于 ２０１１ 年推行，并于 ２０１４ 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２０１９ 年末，全
国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 １ ２３ 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领取待遇人数为 １ ６０ 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２０），两
项合计超过了 ６０ 岁以上人口总数。① 养老金待遇也有了显著提升。 ２００５ 年出

台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根据在职职工的工资

和物价变动情况对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动态调整，截至 ２０２０ 年已实现了“１６ 连

涨”。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年初年末参保离退休人员

总数推算，当年全国人均城镇职工基本退休金约为 ４０８３９ 元。
目前学界有关社会保障与家庭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际经济支持

层面，存在“挤入”与“挤出”两种效应。 部分研究认为养老保险金的领取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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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 ２０１９ 年末，我国领取退休金的人数合计为 ２ ８３ 亿人，已经超出了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

数 ２ ５４ 亿人（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ｂ），原因之一在于一些人的退休年龄不到 ６０ 岁。



少子女的经济支持，从而产生 “替代效应” （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４；张川川、陈斌开，
２０１４）。 例如，由于城市退休职工能够享受退休金待遇，从而减轻了子女的养

老负担，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赡养需求大大降低（王跃生，２０１９）。 但同时，社
会保障制度会增加子女的代际支持，从而与家庭养老产生“协同效应”，老年人

的福祉得到提升（胡宏伟等，２０１２；朱火云，２０１９）。 但是仅从代际支持角度，特
别是经济供养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是典型的老龄化

国家，老年人的健康和精神需求会明显提高（姚远，２００１），养老照护需求也会相

应提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

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杨善华、贺常梅，２００４），因而他们的养老预期

值得研究。
养老预期是指人们对自身老年生活的预计和期望（蒲新微、王宇超，２０１６）。

相对于当前养老来源、居住方式等事后结果变量而言，养老预期的变化能够更好

地反映养老观念所受到的影响。 因为其不仅反映了养老风险化解途径的合理

性，而且反映了老年人在面对养老风险时的基本诉求。 基于养老预期变化所得

到的研究结论具有更好的政策前瞻性，能提高养老规划的合意性和有效性（张
川川等，２０１７）。 还有学者讨论了不同职业居民的养老预期和养老方式偏好（蒲
新微，２０１５）、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聂爱霞等，２０１５）和养老方式选择

（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等问题，人民智库还曾发布“中国公众的养老预期调查” （赵紫

燕、黄溪，２０１７）。 然而，在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下，将养老保险制度嵌入于家庭结

构和代际关系变迁的研究还有待挖掘。 目前对养老预期的考察通常分别针对养

老意愿、养老方式、经济支持需求等，维度相对单一。
综上所述，学界对代际关系与养老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理论基础与实证

分析对本文具有借鉴意义，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当前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第一，颇为关注养老保险制度架构等议题，但缺乏对养老保险社会

效益的考察，特别是未能追踪近年来迅速扩面的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影响。 第二，
相应争论的解释机制往往偏重某一点而不计其余，鲜有研究将代际关系、养老保

险和养老预期放入同一图景的综合分析。 第三，往往把现代化视为经济社会变

迁的宏观背景，而忽视了老年人的自反性与个体差异，未能考虑个体现代化水平

差异及其影响。 第四，对养老预期的界定较为狭窄，未能对养老与护理方式偏

好、赡养预期和养老焦虑进行全面考察。 第五，实证研究中定量与定性分析未能

有效结合，解释机制分析不够全面。 因此，本文将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出发点和目

标，通过混合研究来综合理解这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

４６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１． ２



三、数据与模型：养老预期的影响因素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化变迁下中国老

年人的代际关系、养老需求与主观福祉” （７１７０４１８１）。 调查选取地理区域以及

城市规模、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的北京（华北地区超大城市）、武
汉（华中地区超大城市）、重庆（西南地区超大城市）和赤峰（东北地区中等城市）
作为本次研究的调研地。 抽样采用多阶段概率分层抽样方法（ＰＰＳ），在每个城

市抽取三个区，初级抽样单位为市级（含直辖市）行政区。 在实地考察、绘制社区

住宅或社区活动中心抽样框之后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在街道办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招募或家访老年人，以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为主，也包括部分 ５０ －５９ 岁的准

老年人。 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代际关系、养老预期、主观

福祉等。 总计发放问卷 １４００ 份，回收问卷 １３７１ 份，回收率为 ９７ ９３％ 。①

图 １　 本文分析框架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的养老预期。 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将养老预

期定义为（准）老年人对于养老的期待、焦虑与偏好，具体操作化指标包括养老

焦虑、赡养预期、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的选择偏好（详见表 １）。 自变量

为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②其中养老保险的测量较为直观，即为领取养老保险的

金额；代际关系的测量相对困难，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父母代际关系质量量表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Ａ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该量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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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剔除养老院样本，仅对居家和社区养老样本进行分析，总量为 １２３７。
本文主要关注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即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等，不包括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



含 １３ 项条目，是在修正后的代际团结理论的基础上开发而来并通过实证研究得

到验证（Ｂａｉ，２０１８），其中包含经济互惠、居住距离、接触频率、思想观念等多项测

量指标。 个体现代化水平是重要的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本研究选用中国老年

多元个体现代化量表（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ｌｄｅｒｓ）（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进行测量。 上述均为成熟的汉化量表，已被相关研究证

实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除核心变量外，本文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特征

（子女数、子女经济状况）、经济紧张程度、健康状况及居住城市作为其他控制

变量。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实际取值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养老焦虑
三项焦虑指标累计加总，取值范围为 ３ －
１５，分数越高表明越焦虑

０ － １５ ５ ９２ ３ ６７

经济焦虑

养老金焦虑

照料焦虑

不担心 ＝ １，不太担心 ＝ ２，一般 ＝ ３，比较担
心 ＝ ４，非常担心 ＝ ５

１ － ５ ２ １４ １ ５０

１ － ５ １ ６４ １ ２９

１ － ５ ２ ２３ １ ５６

赡养预期
四项期待指标得分累计加总，取值范围为
４ － ２０，分数越高表明赡养预期越高

０ － ２０ １１ ８２ ５ ２２

经济支持

精神情感

日常照料

疾病护理

不需要 ＝ １，不太需要 ＝ ２，一般 ＝ ３，比较需
要 ＝ ４，非常需要 ＝ ５

１ － ５ ２ ２６ １ ５５

１ － ５ ３ ９７ １ ３３

１ － ５ ２ ７３ １ ７１

１ － ５ ３ ３４ １ ６３

养老方式 机构养老 ＝ ０，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 ＝ １ ０ － １ ０ ８５ ０ ３６

护理方式 机构护理 ＝ ０，居家护理 ＝ １ ０ － １ ０ ６８ ０ ４６

护理人
非家人（保姆 ／ 护工等） 护理 ＝ ０，家人护
理 ＝ １

０ － １ ０ ５８ ０ ４９

解释变量

养老保险数额 上年基本养老保险金额（万元） ０ － ３４ ３ ７４ ３ ２５

代际关系
取值范围为 １３ － ６５，分数越高表明代际关
系越好

２１ － ６５ ４７ ５６ ６ ８３

控制变量

年龄 实际年龄（岁），取值范围为 ５０ － ９９ ５０ － ９３ ６７ ９８ ９ １５

性别 女 ＝ ０，男 ＝ １ ０ － １ ０ ４５ 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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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实际取值

范围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１，中学、中专或技校 ＝ ２，大
专及本科 ＝ ３，硕士及以上 ＝ ４

１ － ４ １ ９５ ０ ７０

婚姻状况
无配偶（含未婚、离婚、丧偶等） ＝ ０，有
配偶 ＝ １

０ － １ ０ ７６ ０ ４３

子女数 子女的个数（人） ０ － ８ ２ １８ １ ２９

子女经济状况
非常紧张 ＝ １，比较紧张 ＝ ２，还可以 ＝ ３，比
较宽裕 ＝ ４，非常富裕 ＝ ５

１ － ５ ３ ２２ ０ ６７

经济紧张程度
比较宽裕 ＝ １，略有结余 ＝ ２，收支平衡 ＝ ３，
有些紧张 ＝ ４，比较紧张 ＝ ５

１ － ５ ２ ４８ １ ０４

健康状况 取值范围为 １ － １００，分数越高表明越健康 １ － １００ ７２ ８８ １６ ３５

个体现代化程度
取值范围为 ２５ － １７５，分数越高表明程度
越强

５６ － １５０ １０５ ５５ １７ ８４

居住地区

赤峰

重庆

武汉

北京

否 ＝ ０，是 ＝ １

０ － １ ０ ２８ ０ ４５

０ － １ ０ ２１ ０ ４１

０ － １ ０ ２７ ０ ４４

０ － １ ０ ２４ ０ ４３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定义和赋值如表 １ 所示。 关于被解释变量，受访者的养老焦虑平

均值为 ５ ９２ 分，说明我国老年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养老焦虑。 具体到养老

焦虑的各个方面，由于退休金的发放有国家财政为后盾，老年人整体上对退休

金的焦虑要明显低于对经济和照料问题的焦虑。 被访者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

的预期需求（简称赡养预期）均值为 １１ ８２ 分，在精神情感方面的赡养预期均

值为 ３ ９７ 分，远高于其他维度，说明相对于有形的经济和照料外，老年人普遍

期望子女能提供精神和心理支持。 在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的选择上，
偏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占 ８５％ ，机构养老占 １５％ ；偏好居家护理的占 ６８％ ，机
构护理的占 ３２％ ；偏好家人护理的占 ５８％ ，非家人（保姆照顾、专业人员上门

服务、托老所等）护理的占 ４２％ 。 这表明家庭仍是我国老年人的主要养老场域

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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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变量方面，被访者年平均养老保险领取额①为 ３ ７４ 万元，与我国

２０１９ 年人均城镇职工养老金水平较为接近。 在代际关系方面，从总体上看，受
访者代际关系均值为 ４７ ５６ 分（每项 ３ ６６ 分），介于一般水平和较好之间。

在控制变量方面，受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 ６８ 岁；性别比大致平衡；平均文化

程度为中低层次；有配偶者占 ７６％ ，无配偶（含未婚、离婚、丧偶等）者约占 ２４％ ；
人均子女数为 ２ － ３ 人；子女经济状况、个体现代化略高于一般水平，均值分别为

３ ２２ 分、１０５ ５５ 分（平均每项 ４ ２ 分）；个人经济紧张程度均值为 ２ ４８ 分，平均

经济状况略高于一般水平；健康状况均值为 ７２ ８８ 分。

（三）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个体特质的影响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等变量对养老预期

的影响。 回归方程如下：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ｉ ＝ Ｃ ＋ αＸ ｉ ＋ βＣｏｖｉ ＋ μｉ （１）

其中，因变量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ｉ 表示一系列养老预期，Ｘ ｉ 代表解释变量（代际关系

和养老保险），Ｃｏｖｉ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Ｃ 表示常数项，α 代表代际关系和养老

保险对老年人养老预期的影响效应，β 代表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μｉ 为随机扰动

项。 表 ２ 的五个模型分别展示了解释变量对受访者养老焦虑、赡养预期以及养

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选择偏好的影响。

　 表 ２ 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对养老预期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养老焦虑

模型 ２：
赡养预期

模型 ３：
养老方式

模型 ４：
护理方式

模型 ５：
护理人

年龄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性别
－ ０ ６０４∗∗∗

（０ １９９）
０ ０４９

（０ ２４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７）

文化程度
０ ３９３∗∗

（０ １６３）
－ ０ ６２８∗∗∗

（０ ２０２）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２２）

婚姻状况
－ ０ １２１　
（０ ２４３）

－ ０ ２９５　
（０ ３０１）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子女数量
－ ０ ２３１∗∗

（０ １０２）
０ ６８９∗∗∗

（０ １２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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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模型 １：
养老焦虑

模型 ２：
赡养预期

模型 ３：
养老方式

模型 ４：
护理方式

模型 ５：
护理人

子女经济状况
－ ０ ７２４∗∗∗

（０ １５７）
０ １５７

（０ １９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１）

经济紧张程度
０ ９２３∗∗∗

（０ １１２）
０ ３７５∗∗∗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５）

健康状况
－ ０ ３９３∗∗∗

（０ １０３）
－ ０ ３５３∗∗∗

（０ １２８）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个体现代化程度
－ ０ ５０７∗∗∗

（０ １１２）
－ ０ ３１３∗∗

（０ １３９）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２）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９４∗∗∗

（０ ０１５）

居住地区（赤峰 ＝ ０）

　 重庆
０ ０２５

（０ ３４３）
－ ４ ３３４∗∗∗

（０ ４２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７）

０ １５９∗∗∗

（０ ０４５）

　 武汉
－ ０ ７６２∗∗

（０ ３１９）
－ ７ ３０１∗∗∗

（０ ３９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０３∗∗

（０ ０４４）
０ ２６０∗∗∗

（０ ０４４）

　 北京
０ ８８１∗∗∗

（０ ３３６）
－ ５ ５９２∗∗∗

（０ ４１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８）

－ ０ １０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５）

养老保险数额
－ ０ ０８９　
（０ １２５）

－ ０ ４５９∗∗∗

（０ １５５）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７）

代际关系
－ ０ ２６０∗∗∗

（０ １００）
０ ２８６∗∗

（０ １２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３）

截距
５ ５９３∗∗∗

（１ ２９７）
１３ １３８∗∗∗

（１ ６０７）
０ ５７１∗∗∗

（０ １４４）
０ ２９１

（０ １７９）
－ ０ ０４０　
（０ １７４）

Ｒ２ ０ ２４４ ０ ４０７ ０ ０９８ ０ １４３ ０ ３０１

样本量 １１４４ １１４４ １０７５ １０８３ １０６４

　 　 注：（１）个体现代化程度、健康状况、养老保险数额、代际关系均做了标准化处理。 （２）括号内为标准

误，∗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从表 ２ 可以看出，首先，代际关系对养老预期的各项指标普遍具有显著影

响。 老年人的代际关系越好，其养老焦虑程度就越低；赡养预期越高，越倾向于

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更愿意居家护理和选择家人作为护理人。 这一结果充分

说明代际关系是决定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代际关系增强了老年

人对家庭和子女的信任感，降低了老年人的养老焦虑感，使其更倾向于选择家庭

养老和护理。 即使在大多数老年人并未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情况下，代际关系依

然在形塑养老预期方面发挥了较强的功能，体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 其次，
养老保险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赡养预期，领取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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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养老和非家人护理。 这说明养老保险作为老年人晚年收入的重要来源，也
为老年人承担养老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护理费用创造了条件，极大增强了老年人

自身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其对子女的依赖。
除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外，还有一些控制变量值得关注，显示出老年人的养老

预期逐渐从传统依赖向现代理性过渡。 社会人口特征、子女特征、个人经济社会

地位、个体现代化水平以及地区因素等均对养老预期具有显著影响。 （１）年龄

越大，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越高，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和家人护理。
（２）男性的养老焦虑低于女性，且男性更加偏好家人护理。 （３）文化程度越高的

老年人养老焦虑程度越高，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越低，越倾向于选择

机构养老和非家人护理，对家庭和家人的赡养依赖程度越低。 （４）相比无配偶

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社区养老和家庭护理。 （５）子女

数量越多，养老焦虑程度越低，赡养预期程度越高，更加倾向于居家社区养老和

家庭、家人护理，这充分体现了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资源性特征。 （６）子女经济

状况对老年人养老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其他养老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紧张程度越高，其养老焦虑程度和赡养预期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和家人

护理。 （７）老年人养老预期大多取决于自身而非子女经济状况，逐渐从依赖子

女向经济自立转变，具有经济理性的特征。 （８）健康状况对养老焦虑和赡养预

期具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养老焦虑和赡养预期程度越低，说明健康状况

较好的老年人具备一定自力更生的能力，对养老的担忧度和子女的依赖程度越

低。 （９）各项养老预期均受到个体现代化水平的显著影响。 现代性水平越高，
养老焦虑和赡养预期程度越低，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并选择非家人护

理，这说明现代化变迁改变了个人传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老年人养老预期的

影响是显著且普遍的。 随着个体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独立自顾”“乐观进取”等
个体现代性思想（杨国枢，１９８９）逐渐深入人心，这使得老年人逐步减少对家庭

和子女的依赖，在看待养老问题上更加积极、乐观。 （１０）养老预期存在地区上

的异质性，超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相比，养老预期存在显著差异。
个人、家庭与现代化变迁之间的影响密不可分、相互影响。 在当今中国现代

化变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下，个体现代化水平受到不断变迁的社会结

构与制度的影响（Ｙａｎｇ，１９９８）。 赡养预期是养老预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

们对自己的子女为自身提供的代际支持的预期。 而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

的预期一般比年轻一代的赡养预期更高（Ｐｉｌｌｅｍ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通常可细分为经

济支持、精神慰藉、日常照料与疾病护理（刘一伟，２０１６；王琼，２０１６）。 为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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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现代化变迁下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赡养预期的关系，本文在对赡养预期的

各项分析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和代际关系与个体现

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得到如下方程。

ＳＥ ｉ ＝ Ｃ ＋ αＸ ｉ ＋ βＣｏｖｉ ＋ γＰｅｎｓｉｏｎｉ ＩＲ ｉ ＋ δＩＭｉ ＩＲ ｉ ＋ μｉ （２）

其中，因变量 ＳＥ ｉ 表示赡养预期（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ＩＲ ｉ 表示代际关系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Ｐｅｎｓｉｏｎｉ 代表养老保险，ＩＭｉ 代表个体现代化程

度（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ｏｖｉ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Ｃ 表示常数项，γ 表示养老

保险对老年人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δ 表示个体现代化程度对老年人赡养预期

的调节效应。

　 表 ３ 养老保险与个体现代化程度对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

模型 ６：
经济支持

模型 ７：
精神情感

模型 ８：
日常照料

模型 ９：
疾病护理

模型 １０：
总体预期

个体现代化程度
－ ０ １６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１）
－ ０ １５７∗∗∗

（０ ０４７）
－ ０ １１４∗∗

（０ ０５０）
－ ０ ３８６∗∗∗

（０ １４０）

养老保险数额
－ ０ ３２５∗∗∗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３）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５７）
－ ０ ５２７∗∗∗

（０ １５８）

代际关系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２）
０ １３７∗∗∗

（０ ０４５）
０ ３２２∗∗∗

（０ １２４）

代际关系 × 养老保险数额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６）
－ ０ ２５２∗∗

（０ １０１）

代际关系 ×个体现代化程度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３６）
－ ０ ２１０∗∗

（０ １０１）

其他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截距
３ ４６０∗∗∗

（０ ５４６）
３ ７２３∗∗∗

（０ ４７８）
３ ４７４∗∗∗

（０ ５４９）
２ ６６１∗∗∗

（０ ５９０）
１２ ７３８∗∗∗

（１ ６０４）

Ｒ２ ０ ３０３ ０ ２２２ ０ ４１９ ０ ２５９ ０ ４１３

样本量 １１１５ １１１３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２ １１４４

　 　 注：（１）变量标准化处理同表 ２。 （２）括号内为标准误，∗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在表 ３ 的模型 ６ － ９ 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个体现代化水平显著降

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 养老保险则

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精神情感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 模型

１０ 是对整体赡养预期的考察，其中个体现代化和养老保险的作用延续了上述规

律。 因而再次验证了个体现代化与养老保险水平越高，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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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就越低。
具体而言，在模型 ６ 中，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养老

保险能够削弱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预期的正向关系。
模型 ７ 中代际关系对子女精神慰藉预期的影响为正，而养老保险、代际关系

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以及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为负，但均不显

著。 这说明老年人对不能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子女持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杨
善华、贺常梅，２００４），他们对子女精神慰藉的需求并不是刚性的。 在模型 ８ 中，
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意味着代际关系对子女日常照

料预期的正向影响被高个体现代化水平所削弱。 在模型 ９ 和模型 １０ 中，代际关

系与养老保险、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代际关系对子女疾病

护理期待和整体赡养预期的正向影响会被较高的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水平削

弱。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关键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理解老年人赡养

预期得以满足的机制。
综上，城市老年人的代际关系对其养老焦虑、养老方式（包括护理方式和护

理人选择偏好）以及赡养预期均产生了显著影响。 养老保险作为老年人的主要

收入来源，对提高他们的自养能力和经济自主性、减轻对子女的依赖性、转变养

老预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个体现代化水平不仅深

刻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观念，而且也对代际关系和养老预期产生了一定的调

节作用。 养老保险与个体现代化对老年人的赡养预期具有双重影响。 下文将通

过定性研究对上述机制做进一步分析。

四、独立互惠的代际关系与“自立式”养老预期

为进一步理解我国老年人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的现状并阐释三

者之间的交织互动，课题组在北京、武汉、赤峰、重庆等地对 ３０ 位老年人进行了

定性访谈。 通过判断抽样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包括不同年龄、文化、健康程度、
经济状况、居住方式与代际关系等。 采用“个案逻辑”与“序贯访谈法”来决定样

本的选取及数量（Ｓｍａｌｌ，２００９）。 研究者还参与了民政部养老服务事业规划与评

估工作，赴街道社区及养老产业公司进行调研，以期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视角诠释定量结果并为我国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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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变迁与代际关系新形态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现代化转型。 个体在国家各项政策改变和市场经济浪潮

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发现和改造自我，形成了强调风险、亲密、自我表达和自我

依赖的文化（阎云翔，２０１３）。 现代化转型同样作用于家庭代际关系之中。 老年

父母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又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 老年

人的自理能力是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身体健康是生活独立的基石。 “我自己

现在可以自理，思维敏捷，能够做饭，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个案 ２３，男，７９ 岁）。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在晚年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取向越强 （ Ｄｙｋｓｔｒａ ＆
Ｆｏｋｋｅｍａ，２０１１）。 一位离休教授表示：“老伴去世两年多了，三个儿子都有工作、
有自己生活。 我雇了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个案 １２，男，９２ 岁）。 除去这些

关键因素，个体现代化水平差异对养老预期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与前文

回归检验结果相一致，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受访者在养老预期方面表现得相对独

立，而相对传统的受访者则较为排斥社会化养老和照护方式。
上述状况不能简单归结于“孝道衰落”抑或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

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钟晓慧、何式凝，２０１４）。 “孝道”仍然是

维系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行为原则之一。 二者的不同在

于，长幼尊卑有序的权威性孝道以及要求子女事亲、尊亲、顺亲的传统价值已受

到极大挑战，家庭关系以和谐互惠为目标，父母期待与子女形成融洽互助的关

系。 受访者普遍认为家庭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甚至表示“年纪大了根本不会

去考虑个人利益”，这可谓是“孝道观念再定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 （阎云翔、杨
雯琦，２０１７）的现实诠释。 多数代际关系主体在结构和个体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

衡，家庭代际关系成为个体抵御风险的最后堡垒（石金群，２０１６）。 回归结果与

定性访谈也证实，代际关系越好，父母的养老焦虑越小，未来养老形态也愈发依

赖家庭。 家庭代际关系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和适应性，展现出韧性与弹性、团结与

张力并存的新图景。 例如，在现代化和技术化浪潮下，个体化与代际关系产生了

新型交互，科技发展为看似相悖的自立居住形态与代际情感亲密提供了条件，尤
其对于与子女分居两地的老人来说，网络和智能手机有利于提升代际沟通的频

次与质量，提升亲密度。 “女儿在澳大利亚十年了，我们现在每天都连视频，想
说话就说话，反正也不花钱”（个案 ３，女，６１ 岁），有调查对象如是说。

（二）制度化的养老保险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导致代际关系与养老预期产生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变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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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经济发展，其中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具有重要影响。 对于大多数城镇老

年人而言，退休金是主要收入来源，是代际团结与经济自立的基石。 不少被访者

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连年调待表达了满意的态度，期待国泰民安，退休金

能够持续上调。 他们对退休金的按时足额发放非常有信心。 “关于工资（退休

金）没什么可担心的，国家每年都自动给涨钱。 每月都定时打来退休簿，我们都

很有保障”（个案 ２０，女，７３ 岁）。 退休职工对于养老保险政策和自身权益福利

相当关心和了解。 “政府在退休金方面做得很成功，你只要活着就一直发，去世

后还能给家属再发三个月” （个案 ２１，男，７７ 岁）。 有一位被访者结合时势表达

了隐约的担忧，其中体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知天命”的人生观。 “如果国家

经济倒退回去，退休金就容易被砍掉一点，现在担心也没用，这不是个人的事

情”（个案 ２３，男，７９ 岁）。
现代养老保险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在成为深入人心的固定制度安排后，不但

保障和提升了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甚至改变了养老预期以及代际关系对养老

预期的影响。 养老保险带来的自给自足导致父母对子女的刚性经济需求减少，
这极大地降低了老年人对于子女赡养的需求和期待。 “有养老金什么都可以靠

自己，不用指望孩子，钱在手里，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 （个案 ６，男，６５ 岁）。 对

父母而言，成年子女的赡养由传统刚需逐渐变为弹性支持，常常出现家庭内部资

源的下行流动，不少受访者曾经或打算资助子女成家立业，这种资源配置被比喻

为“水流下不流上”。 但是父母在减少对子女物质要求的同时，或会更加渴望与

其进行语言沟通与情感交流，提出代际亲密团结的需求。 “儿女养老很重要，不
是从经济上，更重要是照顾和关心我们”（个案 ２１，男，７７ 岁）。 也或会演变为相

对独立甚至疏离的代际关系。 “子女就是时不常打电话问候，来都不用来。 我

有钱能吃能动，老百姓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个案 １３，男，６９ 岁）。 从而可以看出

老年父母对子女的情感需求呈现分化。

（三）养老预期中的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与西方文献相对照，我国的养老问题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
首先，如前文回归模型所示，子女数量与代际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子

女能够极大地降低养老焦虑并促使老年人选择家庭照护，这一点在定性访谈中反

复得到验证。 例如：“子女愿意的话，肯定是子女照顾的好”（个案８，女，６５ 岁），“心里

还是希望儿女多来看看，不买东西没事，主要还是陪伴”（个案 ２１，男，７７ 岁）。
其次，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不仅导致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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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以及养老方式的社会化，而且能够削弱代际关系对于养老赡养预期的影响。
面对代际关系调整与养老支持的平衡难题，不少被访者在经济自立的基础上注

重自立自主和团结互惠，选择了“分而不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模式。
“最理想就是身体健康，孩子住近一点，享受天伦之乐，自己也能有些精神生活

和娱乐活动”（个案 ４，女，６２ 岁）。 “自立式养老”既是个体化的结果，也是个体

化的原因，更是一种现实选择。 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对子女的孝行需求并非简

单的线性发展。 这一点可以呼应前文回归分析中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在代际

关系与养老预期之间的调节作用。
再次，绝大多数老年人期待居家养老，那么谁将是养老资源的提供者？ 选项趋

于未定或多元。 事实上，“自立式养老”背后隐含了配偶照护的元素，问卷和访谈

结果均显示，８０％以上的被访者目前主要是自我照护或配偶照护，子女作为主力照

护者的仅占 １ ／ ８。 家庭照护的主要支持多来自于配偶，其次才是子女，配偶对子女

照护起到了挤出或替代效应。 当前我国老年人需要代际赡养的时间已经大幅推

后，关于未来不能自理时期的养老生活，受访者对子女抱有一定期望，但也理解现

实中存在诸多瓶颈，保持期待与体谅并存的心态。 “子女还得养家糊口呢，不可能辞

了工作照顾我”（个案 １８，女，６６ 岁）。 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方式也表示接纳，“到时候

看情况，儿子儿媳有精力就让他们照顾，不行就请专人来嘛”（个案 ６，男，６５ 岁）。
最后，定性访谈还揭示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所持有的“国家责任逻辑”。 出

于“全能型政府”（周黎安，２０１９）传统思维的延续，不少受访者在养老问题上对

国家抱有极大期待，有些甚至认为这是“政府义务”。 “我们不爱听‘几个年轻人

养活一个老人’（的说法）。 过去我们创造了多少价值！ 将来政府对老年人提供

基本照顾服务应该是一种义务”（个案 １７，男，７３ 岁）。 “希望将来国家出现一个

产业，在社区有专门负责养老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按个铃，就有（人）上门服

务”（个案 ７，男，７１ 岁）。 这与受访者对养老保险的信任与依赖几乎如出一辙，
也对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提出了要求。

（四）能否破解养老服务中的“不可能三角”？
关于社会化照护的形态和方式，通常机构养老似乎是最终选择和最后防线。

“我和老伴约定，谁先走，剩下的人就去敬老院，那里条件挺好，也不孤独”（个案

２４，女，７８ 岁）。 但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首先，经济成本是重要制约因

素。 “北京养老院太贵，好点儿的一个月一万多，押金就得几十万。 谁都想去，
挣几千的去得了吗”（个案 １３，男，６９ 岁）。 其次，养老院不易满足老年人带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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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点、习惯的多元化的需求。 “大家层次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个案 １６，男，
８０ 岁）。 最后，老年人担心会隔断与原有家庭、亲朋和社区的联系。 出于对自由

度、舒适度、性价比和社会联系的考虑，能够自理的老人基本不会选择机构养老。
自理老人对于“传说中的”社区居家养老更加充满期待，例如老年食堂、上

门服务等。 “市里有托儿所一样的托老所，我们希望政府在郊区也设立这种机

构。 现在国家发展快，也许等我们老了就有社区养老了”（个案 ２７，女，６３ 岁）。
北京市西城区等地已开展老年食堂试点，对高龄老人有一定吸引力。 然而老年

人相对节俭且形成了个自生活习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首先考虑性价比与质

量。 因此，虽然养老保险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面对养老服务的成本仍

是捉襟见肘。 未富先老的人口经济国情决定了我国养老适宜走中低端路线。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养老照护模式将逐渐朝向社会化养老方式转型，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将选择由专业人员提供部分照料，而家庭提供辅助支持和保障功能，
形成半融合、半替代的养老照护方式。 民众期待国家承担更多养老责任，着力发

展养老事业，提供高质平价的社区居家服务。 然而，结合民众需求和对民政部与

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作者认为当前养老照料中存在一个价格、质量和数量

的“不可能三角”，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机构照护，养老服务都很难同时兼具完

备、优质且平价的优点。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高龄老人比例不断上

升，护理需求也会随之上涨，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就会浮出水面，成为考验家

庭经济实力、代际关系和养老服务建设的重大问题。
那么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是否遥不可及？ 课题组曾深度调研过一家上海民

营养老服务公司，其理念为“养老，在家就好” （Ａｇｅｉｎｇ ｉｎ Ｐｌａｃｅ）：通过在城市社

区开设小而精的照护中心，就近提供康复式日托、上门服务、术后康复和喘息服

务等多种照料服务；通过开发智能养老产品和服务需求监测汇报系统，提高照护

效能并节省人力成本。 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本优势在于政府提供了低价场地并结

合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政策来刺激消费，因此能够部分克服“不可能三角”。 综

上，养老服务领域的发展出路在于深化“放管服”以纳入市场力量，结合科技发

展培育养老服务领域的优良机构。

五、结论与思考

基于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本文得以揭示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化社

６７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１． ２



会环境和全覆盖的养老保险制度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弹性、团结与张力并

存的新图景。 父母与成年子女建立起了变革形态的代际团结，其中蕴含了经济

理性、独立自主和团结互惠等重要元素。 不断扩面和提升的养老保险待遇使得

经济自立成为可能，作为一个新兴的重要因素，与代际关系和现代化变迁共同形

成交互作用，塑造了当代老年人“分而不离、重心下移、团结互惠、经济理性、自
力更生的体谅式养老模式”并形塑了社会化养老与家庭支持并存的养老预期。

养老是我国的重大民生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 ２１ 世纪上半叶持续加深，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口将于 ２０２６ 年前后超过 ３ 亿，２０３５ 年将超过 ４ 亿，２０５５ 年达到峰值

４ ８８ 亿，占比将达到 ３５ 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 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老

人比重的不断增加，并且伴随身体和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养老保险和照料护理

的压力与日俱增。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本研究对理解我国家

庭代际关系变迁和养老问题具有如下意义与启示。
第一，我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

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家庭建设一直以来都是

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安宁，２０１７）。 我们需要顺应孝道文化的现代化变

迁趋势，做到继承、更新和发展并重（邬沧萍、谢楠，２０１１）。 为此，我们一方面要

承继传统孝道文化中尊老敬老的总体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以平等对话、情感理

解等现代化平等思想取代等级和服从观念，塑造新型孝道文化并构建优质代际

关系，实现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互惠，提升整体福祉。
第二，基本养老保险是大多数城镇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他们独立自主

的基石。 因此，保证基本养老保险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

社会意义。 此外，国家还应积极发展养老保险的第二和第三支柱，适度提升养老

保险水平与可持续性（郭瑜、张寅凯，２０１９），以进一步夯实老年人的经济基础，
减轻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负担压力。

第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和压力都将不断释

放。 政府应着力引导养老事业发展，与社会、市场和家庭共同优化资源配置，以
克服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 养老服务业发展推进的过程也是政府实现治理

现代化的过程，作为养老服务事业的责任主体和养老服务产业的监管主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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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放管服”改革中寻求“有效职能”，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优质服

务，是提高老年人福祉的关键问题。 此外，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利用

科技进步推进智慧养老，以节省人力成本，提高照护效能。
本文从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的角度关注城镇老年人对未来养老的预期，探

讨现代化变迁背景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两者之间并存和

相互补充的关系，对验证和扩展既有的代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探索。 文章分析了

家庭代际关系对父母养老预期的影响，探讨了养老保险待遇获取对于老年人代

际关系和养老预期的影响，向前延伸了养老保险社会效益的研究，使理论解释更

为贴近实际情况，这有助于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展望未来，研究工作应当进一

步扩展到农村，结论将会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另外，本文重点从父母一方来探讨

代际关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期待，未来的重要拓展方向是与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孝

行结合起来，以描绘当代中国代际关系的双边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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